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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ir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s of Collective Reserved Land in 
Urban Expansion: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城市扩张中留用地的公平配置与开发模式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郭  炎   叶  睿   徐桢敏   陈  力    GUO Yan, YE Rui, XU Zhenmin, CHEN Li

基于公平理论，探究财税导向的城市经济积累中留用地的非均衡配置与差异化开发模式,并选取武汉的典型地域，以半

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开展实证，揭示留用地开发中的收益差距现象，为促进留用地公平开发提出了政策建议。结果表明：

（1）留用地配置的公平性不仅体现在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与失地农民发展权益的保障上，还体现为村集体间发展的公

平性、村集体内部成员间分配的公平性；（2）留用地属性与村集体资源的不同匹配状况构成非均衡的初始分配格局，导

致投资经营方式、收益分配等开发模式的差异化选择，使收益差距扩大；（3）保障留用地公平开发，需注重各阶段的规

划与调控，在城市规划、留用地配置、留用地开发与收益分配阶段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完善留用地配置机制。

Based on the equity theo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unbalanced allocation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s of collective reserved 
land in the fiscal and tax oriented urban economic accumulation. Through the method of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in typical 
areas of Wuh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venue gaps among stakehold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rved land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fair development of reserved lan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equity of collective 
reserved land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government driv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rights of 
landless farmers, but also reflected in the equity of development among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distribution among members 
within collectives; (2) the different matching conditions of collective reserved land and resources of collectives constitute an 
unbalanced ini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which leads to the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modes such as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mo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idens the income gap; (3) to ensure the fair developmen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lanning 
and regulation of each stage, t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measures in the stages of zone planning, allo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ollective reserved land, 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reserv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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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还与开发的公平性问题相关；而现有研究

大多针对经济发展与权益保障的关系探讨留

用地的安置与开发方式 [ 7- 8 ]，鲜有以公平视角

讨论村集体之间及其内部留用地开发的分配

公平问题。在留用地安置中，非均衡初始分配

下的差异化开发模式导致村间经济收益及村

内收入差距，若不加以调控将会持续扩大，影

响社会公平。从实践的角度看，留用地开发的

公平关系到其作为补偿措施的价值实现。因

改革开放以来，增长主义导向的城市扩

张蚕食了大量农村土地，实现了经济积累 [ 1]，

但也带来较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失地农民的生

计与发展保障便是其中之一[ 2]。留用地安置是

重要的征地补偿措施，有利于保障失地农民的

可持续性收入[ 3]。既有关于留用地安置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开发和效率方面，如安置模式 [ 4 ]、

土地发展权配置[ 5 ]、开发机制[ 6]等。留用地的安

置渠道、资源配置及开发模式不仅影响经济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投融资视角下社区更新中环境重构的机理、效应与对策：以武汉市为例”（编号523780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资本循环视

角下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的机理、效应与调适——以湖北湖南两个县级行政区为例”（编号4197118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健康城市智能感知与模拟优化 ”（编

号2042023kfyq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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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考虑留用地在村间开发及村内分配

的公平问题，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以实现更高

质量、更加包容的发展。

本文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

称“高新区”）为例，基于公平理论，在以财税

收入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积累视角下，探究留用

地开发中的分配公平问题。首先剖析以城市扩

张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路径，揭示快速城市

化中留用地开发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对

其扩张历程分析，实证城市扩张中失地农民的

困境与缘由；然后基于前述的理论框架，聚焦

BX街道，分析其留用地的非均衡配置格局，展

示留用地开发公平的具体表现；进而通过3个

开发地块的对比，论证留用地非均衡初始分配

下差异化开发模式导致的收益差距。最后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

1  快速城市化中的经济积累与留用地

补偿公平

1.1  公平的内涵

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不变的话题，公平

的内涵也随社会发展而改变。古典自由主义认

为公平是规则保障下的“机会公平”，反对任

何形式的结果均等；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主张通

过政策干预缩小社会差距，提出重视公平与效

率的关系[ 9 ]；罗尔斯主义的公平理论强调平等

的权利与自由 [ 10]。从各种探讨可见，相比结果

的平均主义，权利、制度方面的公正保障更符

合普遍的公平观。作为一种主观价值判断[ 11]，

公平的内涵难以统一，由此衍生出如分配公

平、制度公平、机会公平等复合概念，但无论哪

种，往往都允许结果上的不均等。相比追求结

果均等，维护社会公平应更注重权益保障，正

如Sen所述，公众的不公平感实际上源于不同

群体间的权益失衡 [ 12]。因此，社会公平问题实

质上也是权益失衡问题。当代的社会公平关注

现实、具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强调利益的合理

分配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13]，这涉及分配公

平的范畴。

分配公平包括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前

者强调个体间的基本权利和初始机会均等，后

者则体现在初始分配与再分配中，即初始分配

的公平和再分配的正义 [ 14 ]。市场经济下，初始

分配结果受群体能力、努力和初始禀赋等条件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只

要其分配体现了“付出与回报的正向关系”，

那么便符合公平原则 [ 15 ]。但是，如果从制度上

强化或固化这种不平等，则是不公正的 [ 16]。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于这一价值导向，在

初始分配与过程公平的基础上，需充分运用各

种再分配机制和手段加以调控 [ 17] 3，完善包容

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最终

达成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终极目标。

1.2  城市扩张与经济积累中的公平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调整促使地方政府在

政绩压力下寻求经济快速积累的途径。20世

纪8 0年代中期，中央开启分权化改革，实行财

政包干制度[ 18 ] 5 1，赋予地方政府发展和经营自

主权[ 19 ]，地方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地方经济发展，

兴办本地企业[ 20] 5 9 。19 9 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

方企业产生的大部分税收需上缴中央[ 17] 8 ，再难

提供丰厚的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被大量上收

的同时，财政支出责任却不减反增，成为地方

政府扩大财政收入的动力[ 18 ] 67，[ 20] 5 7，[ 21] ，[ 22] 30。在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财权与事权不

对等的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纷纷寻找预算外

收入来源[ 23] 18 。

在此背景下，“土地财政”成为主要的经

济积累手段。从税收制度上看，分税制改革后

土地收益划归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为

主的预算外资金开始成为新的地方财源 [ 24 ]。

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伴随地价上涨而水涨

船高 [ 25 ] 15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可通过土地

抵押间接提升债务融资能力，因而储备土地

也成为重要的资产 [ 26- 27]。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

和抵押得到的融资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推动

经济增长 [ 25 ] 16。

依托土地财政的增长模式成为城市空间

扩张的动力 [ 28 ]。由于不同类型土地对财政的

贡献不一，政府往往采取“低价出让产业用

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方式实现最大化

收益 [ 23] 17，即通过提供低成本的工业用地带动

人口、产业等要素聚集，形成旺盛的经营性用

地需求，再以后者的收益弥补前者的投入成

本，整体上实现收支平衡，维持城市经济积累

的活环。然而，对于单纯的产业园区，以“廉价

优势”作为竞争手段的工业化推动往往无钱

可赚 [ 23] 17。这些区域通过低价征用农地获取发

展空间，但收支压力使得失地农民的权益补偿

常被置于发展之后，带来留用地落实困难的问

题。此外，除了城市经济增长与失地农民权益

保障方面的考量，留用地开发中更深层次的公

平问题也不容忽视。

1.3   留用地的配置与开发公平

就不同村集体间和集体内部的成员而

言，留用地的配置与开发模式将引起新的分

配公平问题。分配公平性涉及初始分配与再

分配环节，初始分配体现在留用地的初始配

置阶段，再分配体现在留用地的开发阶段。非

均衡的留用地初始配置和差异化的开发模式

导致不同层次的公平发展问题。

首先，在村集体层面，留用地的非均衡配

置影响村间发展的公平性。留用地的初始配

置条件包括用地条件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

能力等。由于现实中用地选址限制与村集体

发展差距等客观因素，初始配置条件难以实

现均等，往往存在差异，即形成初始分配结果

上的差距。初始分配差距在再分配阶段有扩

大的趋势：根据初始配置条件，每个村集体各

自选取适合的留用地开发模式，在市场化运

作下产生收益差距，并不断扩大。

其次，留用地的差异化开发模式影响村

内分配的公平性。具体而言，开发的投入与

收益分配原则是影响村内分配公平的主要方

面。在市场分配原则下，回报与前期投入成正

比关系，若留用地的收益也遵循市场化分配，

则投入高的集体成员分成高，投入低的分成

低。如此一来，投资能力低的集体成员无法从

中获益，这与留用地作为补偿手段应起到的

作用相悖，无法体现发展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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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留用地开发的公平性受制于

初始条件的配置，需在再分配环节加以调控，

以保障各层面的公平发展，这是实现全面协

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2 经济积累中的高新区扩张与乡—城转变

2.1  高新区的扩张与经济积累

高新区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成立

于19 8 8 年。其原始面积仅24  km² ，经过2001—

2010年的5 次扩张，现规划面积已达5 18  km² ，

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科技园区（见图1）。高新

区的快速扩张导致剧烈的乡城转变：2003年

至2010年间，其共征用土地5 1.6 km² ，拆迁面

积约为12.4  km² 。其通过空间扩张换取经济的

高速增长，实现地区经济积累。21世纪初，高

新区主要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的GDP为11% 左

右，经2003年扩张后，该占比开始上升，每年增

长1% —2% ；2010年以后，该占比达到23% ，是

高新区扩容初期的2倍左右。自2010年至2016

年，高新区主要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

保持高速稳定上升，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中心

（见图2）。

从财政收入结构上看，高新区的经济积

累呈现出以土地财政为手段的典型特征。土

地财政的相关收入包括土地相关税收（耕地

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等）与相

应的土地出让收入。自2003年起，高新区的

土地财政收入占总体财政收入的比例便维持

在 5 0% 左右；2009 年后该比例超过70% ，并

且仍呈现上升趋势（见图3）。除了财政收入，

土地储备融资也是其经济积累的重要手段。

2002—2010年间，高新区以储备土地向银

行抵押贷款共706 600万元，其中2009 年土

地储备融资较前一年翻了近10倍，显示出高

速的土地城市化发展（见图3）。虽然土地财

政带来一定收入，但在以廉价工业用地为竞

争优势的扩张时期，其财政收支情况并不理

想，大部分年份入不敷出（见图 4 ）。经近10

年发展，2019 年时高新区的地方一般预算收

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共3 9 8 9  4 00万元，支出

4  4 65  300万元，仍存在较大的财政缺口。在

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无力为失地农民提供有

a  2000—2004年                                                                  b  2005—2010年                                                                c  2010年至今
图1 高新区空间扩张的时空分布
Fig.1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high-tech zone 

图2 高新区的经济指标情况（2001—2016年）
Fig.2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high-tech zone (2001-2016)

资料来源：《武汉统计年鉴》。

图3 高新区土地财政相关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例（2002—2010年）
Fig.3  Proportion of land-related fiscal revenue to total fiscal revenue 
in the high-tech zone (2002-2010)

资料来源：《武汉统计年鉴》。

注：2004年缺乏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级开发区空间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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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障，逐渐滋生出社会公平问题。下文通过

高新区内的BX街道，具体展现失地农民在城

市扩张中的困境。

2.2   BX街道的乡城转变及失地农民权益

保障困境

BX街道坐落于高新区东部，面积为

9 2.4  km² ，原镇区内下辖23个行政村。2008

年起，街道开启征地工作，涉及村民4 1 4 00人。

2011年，原BX镇撤镇设街道，至今完成了

户口改登、村民参保、撤村改居等工作，原各

村集体组建改制公司，仍在进行股民身份认

定、清资核产等。在剧烈的乡城转变中，BX

街道面临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困境，具体体

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BX街道以

4 8 元 / m² 的补偿标准统征土地，补偿款分批拨

付。然而，拆迁工作已持续了10多年，补偿标准

在物价上涨、省内征地补偿标准上调的情况下仍

维持原状，远低于周边街道124 .5 元/ m² 的标准。

第二是土地补偿金缺乏合理的使用渠

道。BX街道的土地补偿款并非直接全数交予

村民，而是将其中约1/ 4 的款项用于购买村民

社保，由政府严格监管。高新区兜底村民社保

后，该款项定期返还给各村集体，但只用作集

体经济组织日常开支。村集体无法一次性获取

款项用于产业投资，发展机会受限。

第三是补偿保障未落实到位。BX街道的

征地补偿措施包括货币补偿及留用地安置。截

至2019 年，约30% 的土地补偿欠款和此前村

民缴纳的社保存款仍未发放，留用地也只落实

了20% 左右，还有大量待返还指标。然而，高新

区内用地资源紧张，导致留用地落实成难题。

村集体欲谋求发展，但补偿款发放和留用地落

实的不确定性使其止步不前。

第四是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集

体经济组织的日常运转靠挪用有限的征地补

偿费，但日渐亏空的存款很快将难以为继。同

时，高新区内还有大量批而未供的土地 ，但依

据政策，村集体无法利用这些闲置用地。

在上述资金不足、留用地未落实、资源使

用受限、村级经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BX街

道各村集体亟需可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为

此，街道政府开始加快落实留用地。在留用地

的配置和开发中，各种公平问题逐渐涌出，成

为留用地安置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方面。

3  非均衡的留用地初始分配格局与开发

模式

留用地开发的公平问题源于非均衡初始

分配下的差异化开发模式。在初始分配上，基

于留用地属性与村集体资源的不同，各村间

的发展条件难以配置均衡。留用地属性受用

地区位、性质与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就区位而

言，由于用地资源紧张，可用选址多为“边、

角、余”位置，各地块区位差距明显。留用地

性质为工业和商业两种，尽管多数村集体都

偏好收益更高的商业用地，但上位规划和要

素不足限制了用地功能的选择，造成村间留

用地性质差异。留用地规模与征地面积成正

比，原村域面积大的村庄可获取更多指标，从

而更具开发优势。

村集体资源主要体现在可支配资金、经

营能力与村民收入水平等方面。村集体的可

支配资金与各村土地补偿款数额有关，由征

地面积决定；此外，村间收入水平各异，征地

补偿款的发放情况也各不相同，在可支配资

金上差距较大。村集体经营能力方面，有的村

支书眼光较为长远，或有“能人”带领；而有

的集体较为保守，开发方式受限。村民收入水

平主要影响村集体的投资能力。BX街道非农

就业人口较多，个体收入差距明显，村间和村

内筹资能力各异。留用地属性与村集体资源

匹配形成的不同配置格局显现出非均衡的初

始分配结果。

非均衡的初始分配导向差异化的开发模

式，包括留用地的投资方式、运营模式与收益

分配，涉及村间开发模式选择与村内分配原

则两个层面（见图 5 ）。第一个层面中，初始

配置条件较好的村集体更倾向于自主开发或

与社会资本合资，并通过加大投资比例占据

更多的运营主动权，以获取更高的比例收益；

初始条件较差的村集体选择十分受限，需更

多地依托于外部投资，在项目运营中比较被

动，获取收益有限。以不同条件和运作模式投

入市场开发的项目收益高低不一，进一步产

生差距。由于初始配置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具

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因此在以保障失地农民

生计为目的的留用地安置中，这样的非均衡

发展难以体现公平。第二个层面存在于村集

体内部成员的收益分配中。留用地开发涉及

村民筹资，在收益分配上易存在争议，即是否

应按个体贡献程度分配集体收益。若按市场

图5 留用地初始配置格局对开发模式的影响
Fig.5  Impacts of initial allocation patterns of reserved land on the development mod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高新区财政收支情况（2002—2010年）
Fig.4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high-tech zone (2002-2010)

资料来源：《武汉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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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投资分配原则，村内成员的发展权益将

走向不平等：收入较低的成员无力投资，也无

法获取与其他成员相当的分红，其发展权益

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市场化积累下，以不同

模式开发的用地收益差距将在再分配阶段扩

大，引发分配公平问题。

为了进一步论述不同开发模式对留用地

公平发展的影响，下文通过3个案例，展示BX

街道留用地安置中非均衡的初始分配下，村集

体对不同开发模式的选择，并通过测算收益分

析各模式下的市场化差距，以此作为再分配调

控的依据。

4  分配公平视角下的留用地市场化开发

模式比较

本文选取BX街道内3个村集体的留用地

开发案例，进一步分析非均衡初始分配下的开

发模式选择及收益差异。3个案例区位各异，

包含了高新区内规定的所有留用地性质类型

（见图6），村间资源条件差异较大，以便于较

全面地展现初始条件配置、开发模式及收益情

况差异。

4.1  案例A：留用地属性不佳，村集体资源

一般

案例A属工业用地，面积为27 133m² ；地

块南部有城市干道经过，交通较为便利，但其

周边仍有大量土地未被开发，位置偏远，不利

于工业集聚与招商引资（见图7）。A村集体

留存有5  000万—6 000万元可支配资金，计划

用于项目投资；集体成员大多外出打工，筹资

支持项目开发的能力有限。总体上看，A村的

留用地属性不佳，村集体资源一般。A地块的

产业项目由厂房和研发办公用房组成，拟采取

物业出租的方式获取租金。经过测算，该项目

的物业建设成本预计约为24  000万元，A村

的既有资金和村民集资难以覆盖投资成本，但

其又希望能够拥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最终，

A村集体采用物业分期建设及与开发商合资

的形式投资：厂房部分由村集体自行集资和贷

款建设，并提前招商，预支3年租金；其余部分

物业由开发商出资代建；不同部分物业由村集

体和开发商分别经营。开发商的经营收益与村

集体分享，待其赚取一定利润后退出项目，将

物业返还村集体运营（见图6）。

在租金水平方面，高新区为了吸引企业

入驻而采取了较优惠的工业用房租金，对案例

A的租金水平产生了一定限制。由于用地条件

不佳，为了确保招商吸引力，其单位租金略低

于高新区平均水平，影响了收益水平。按高新

区现有的租金水平估算，物业预计于27年后

方可归还村集体；此前村集体的项目收益需与

开发商共享。此外，由于企业预付了租金，项目

的前3年将无租金收益，A村前期支付村民分

红和偿还贷款的经济压力将非常大。据测算，

若按此开发模式，首年村民的分红约为720元/

人，收益十分有限。

4.2  案例B：留用地属性优越，村集体资源

良好

案例B是商业用地，面积约为26 333 m² 。

其位于还建社区附近，邻近地铁站，靠近人口

及服务业稠密的高新区中心，区位条件优越。

B地块周边以居住区和产业发展用地为主，受

中心区的辐射影响，未来预计将注入大量人

口，对服务业的需求旺盛（见图6）。B村集

体账户上约有7 000万元，可支配资金较为充

足；村民的收入在街道中也处于偏上水平，具

有较强的筹资能力。相比于A村，B村的留用

地属性更佳，村集体资源也更好。B地块项目

为大型商业综合体，总建设成本约27 000万

元。为了利用好优越的用地条件，最大化发挥

村集体资源优势，B村集体采用与开发商合

资的开发模式：村集体以既有资金投入，同时

向村民筹款，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开发商投

入剩余缺口资金并进行物业代建。项目建成

后，由开发商代为运营，项目收益按一定比例

与村集体分享，待一定年限后将物业返还村

集体（见图 8 ）。

由于B村的留用地属性和村集体资源都

较好，项目建成后的招商条件优越。相对于工

业厂房，商业用房的单位租金和开发强度更

高，因此预期收益水平也普遍较好；再加上高

新区内现有的服务设施不足，需求缺口大，该

项目的租金水平及出租率预计也较为乐观，因

此项目收益可观。以高新区内现有商业用房的

租金水平测算，村集体成员首年分红预计可达

到2 5 00元/ 人，按每3年5 % 的速率递增，后续

增长较为迅速。

图6 3个案例的留用地区位图
Fig.6  Location of the reserved land of three ca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案例A开发模式图
Fig.7  Development mode of Case 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案例B开发模式
Fig.8  Development mode of Case B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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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案例C：留用地属性较好，村集体资源

一般

案例C属于商业用地，只有约 8  8 00m² 。

其与案例B较近，也受到高新区中心的辐射影

响，邻近地铁站，区位条件良好（见图6）。但

由于规模有限，C地块的招商吸引力较其他

商业用地略有不足，这将影响其投资规模与业

态选择。C村集体现存资金约为5  000万元，

对于物业投资而言十分有限；其村集体收入处

于街道的中等水平，筹资能力有限；可支配资

金不足。虽然C地块规模较小，但项目成本也

要17 000万元左右，村集体现有的资金不足

以覆盖。然而，C村对持有物业自主权的意愿

比较强烈，希望能参与项目的运营管理，因此

在投资方式上考虑采用单独出资的方式。鉴于

存款不足，C村打算采取向村集体成员筹资。

考虑到个体收入情况不一，为了避免后续的分

红纠纷，街道政府提出需限制村民的集资额

度，统一分红金额，以保障村集体成员获得公

平参与项目发展的机会。如此一来，村集体的

筹资额度受到影响，投资压力增大。项目的启

动资金筹集完毕后，村集体将委托代建方承建

项目，并委托运营商经营物业，保底租金收益

（见图 9 ）。在这样的开发模式下，项目租金中

的大部分可由村集体占有。

相比于高新区中心密集的商业地段，案

例C在有限的规模下并不占据发展优势。经过

测算，该项目成本虽然因规模限制而偏低，但

收益水平同样受到限制，加大了村集体的运营

和分红压力。村民分红方面，预计首年分红效

益不如案例B，约为1 000元/ 人，后续按每3年

5 % 的速率递增，增长预期良好。总体来看，虽

然C地块的开发模式能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稳

定的收益，但留用地属性和村集体资源也限制

了C村的项目收益水平。

4.4 案例对比

通过3个留用地开发案例的比较，可以看

出非均衡初始分配下不同开发模式对收益水

平的影响。初始分配结果中，从留用地属性上

看，案例A的用地条件不佳，案例B最具优势，

案例C的用地条件较好，但逊色于案例B。留用

地属性直接限制了不同项目的收益水平，条件

好的项目用地更有可能获得更高收益。就村集

体资源而言，B村集体可支配资金最充足，具

有一定的经营能力，条件最好；A、C村集体可

支配资金有限，缺乏经营能力，村民收入差距

较大，条件一般。

开发模式涉及留用地的投资、运营方式与

收益分配。在投资与运营方式的选择上，B村

集体利用优越的配置条件，在拥有一定物业自

主权的同时留有发展余地；A、C村受限于初

始配置条件，需背负更大的投资运营压力，发

展较为艰辛。收益分配情况主要体现在集体成

员的分红水平上。A村虽然持有部分物业经

营自主权，但限于项目功能和村集体的投资能

力，收益并不理想，分红有限。B村选择与开

发商合资，减小开发压力；其留用地区位和规

模优势使项目收益可观，因而村民能获得较高

分红。C村的留用地规模限制了项目收益水

平，虽然其有稳定的收益保障，但在高投资压

力下，村民所获分红水平一般。项目收益差距

在市场化运作下将持续扩大：20年后，按预设

增幅，A村人均分红预计约9 00元/ （人• 年），

C村人均分红约1 25 0元/ （人• 年），而届时B村

留用地的物业已经返还村集体自主运营，人均

分红可达到6 5 00元/ （人• 年）。面对村间发展

差异，BX街道政府已采取减免费用、鼓励村

间联合开发等措施，帮扶初始配置条件不佳的

村集体。

在村内收益分配方面，3个村集体均希望

向村民筹资，但街道政府对于筹资下的分配方

式表现出担忧。以A村为例，虽然大部分村民

收入较高，但他们的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仍

有少部分人无法负担高集资额度。若由村民自

行决定投资金额，根据投入额度的高低确定分

红份额，则低收入成员有可能因无力投资而被

排除在项目发展外，造成个体间的发展权益不

公平；若平均设定投资和分红额度，则需考虑

村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否则标准定得太高将造

成部分成员投资困难，标准过低又影响效率。

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公平分配是保障其可

持续运作的重要前提，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

均”，因而BX街道下的各村集体均采用平均分

红的方式分配收益。在此基础上，对村内投入

分配的管控需聚焦于集资额度和分红方式。

图9 案例C开发模式
Fig.9  Development mode of Case C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不同开发模式下的留用地项目收益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the revenues of reserved land project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村
集
体

留用地属性 村集体资源 开发模式
收益水平预测区位 性质 规模/m² 可支配

资金
经营
能力

村民
收入 投资方式 收益分配

A村 较差 工业 27 133 中等 较弱 较高

与开发商
合 资 ，承
租方预付
租金

开发商与
村集体共
享收益

前期分红较低，720元/（人•年）

B村 好 商业 26 333 较多 较强 较高 与开发商
合资

开发商与
村集体共
享收益

前期分红较高，2 500元/（人•年）

C村 好 商业 8 800 较少 较强 一般 村集体单
独投资

村集体获
全部收益 前期分红中等，1 000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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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作为保障失地农民权益及其长远生计的

补偿措施，留用地配置与开发的公平性影响着

其价值的实现，体现了快速城市化中的公平正

义。其公平性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一是政府

驱动的经济增长与失地农民的发展权益保障。

经济增长导向下的城市扩张牺牲了失地农民

的权益，应通过合理的补偿措施给予其公平的

发展机会。二是不同村集体之间发展的公平

性。基于留用地属性和村集体资源的初始配置

条件影响开发模式选择，在市场化运作下产生

村间收益差距并不断扩大。三是村集体内部

成员分配的公平性。村内的分配公平主要受投

入分配原则的影响，需对村内投资与利益分红

方面进行把控。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第一个层

面，聚焦于土地权益探讨留用地开发[ 29 - 30]，本

文则进一步从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内部视角

揭示了留用地开发的公平性隐患，探讨了留用

地非均衡配置下的差异化开发模式对分配公

平的影响。这为城市扩张中失地农民补偿保障

的公平性调控策略提供参照。

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促进

发展的公平正义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

求；留用地安置作为失地农民共享城市化成果

的重要措施，它的公平开发有利于提升城市发

展质量。实践中，需注重留用地安置不同阶段

的规划与调控。

首先，在高新区规划阶段，需前置当地村

集体的留用地发展需求，将其纳入规划中统筹

考虑，留足留用地开发空间，以保障失地农民

的基本发展权益。

其次，在留用地配置阶段，需根据各个村

集体的资源禀赋与组织运营能力，匹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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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处于资源劣势的村集体，减小初始分配

的不均衡。

再次，在留用地开发阶段，需创新开发模

式，保障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引导。单一的市场

主导或政府驱动难以兼顾公平和效率：前者易

扩大村间经济收益差距，后者则增添政府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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